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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到1960年，我曾做了一些关于五四

运动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一工作

是在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完成的，为此有些人感

到奇怪。实际上这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

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从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研

究，但是我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是在这最

初的几年里打下的，因此我有时称这是我与五四

运动研究工作的一段情缘。

　　

五四研究的缘起 
　　

1954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

分配到中央编译局。我本来以为这是因为我学了

几种外文，适合做马恩著作的翻译工作，但报到

时干部科的同志对我说，调我来，是准备让我参

加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这项工作要等苏联专

家来了以后才开始，因此先把我安排在马恩著作

翻译室。我在马恩著作翻译室工作了大约半年，

曾经参加苏联刚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翻译，而负责研究工作的苏联专家始终没来。

1955年初编译局领导决定成立研究室，由刚从中

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调任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

实兼室主任，从各翻译室调我和另外几个年轻同

志组成一个很小的工作班子。大致半年后研究室

一度撤销，但不久后又重新成立，这回是由原任

局干部科科长和学术秘书的丁守和做主任，而且

增加了工作人员，仍由张仲实主管。于是我又回

到研究室，一直到1960年底为止。

编译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三大全集，虽然师哲局长提出

“翻译与研究结合”的口号，但这首先是为了保

证经典著作译文的质量，其次是考虑到翻译人员

的发展方向，至于当时如何用很少一部分力量单

独从事研究工作，局领导对此并没有明确意见。

而这正是张仲实副局长、丁守和以及我们这些年

轻的工作人员都在探索的问题。不久就碰到了一

个好机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始制

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研究课题规划。张仲实

和编译局另一位副局长陈昌浩参加了这一工作。

拟出的课题印了16开一大本。有些课题已标明承

担单位或承担人，有不少仍是空白，全国任何单

位都可以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来研究，无需

申报，也没有资金补助。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这个课题很适合编译局，向局领

导建议把它定为我们的长期研究方向，这个意见

很快就被接受。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这样的思

■  殷叙彝

一段情缘 两部著述
——我与五四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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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设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

主义——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革命。与此相应，

研究室成立了中国革命史组，由我任组长，张允

侯和张伯昭任副组长。我对五四时期期刊的研究

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在考虑问题时发现，

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著

述都很重视五四时期进步刊物传播思想的作用，

但语焉不详，往往只列举几个期刊的名称，因此

我感到应当深入探索一下。我和组内的同志首先从

收集资料入手。当时的东安市场和琉璃厂有许多旧

书店，备有不少旧期刊，尤其是琉璃厂的松筠阁，

老板编了一本近代中国期刊目录，相当齐全，可供

参考。我和张允侯以及图书馆的崔士敏每隔一两个

星期就要跑一趟旧书店，不但收购到一些有名的杂

志，还发现了一些虽不著名但很重要的杂志。有些

杂志可以说是海内孤本，如周总理年轻时组织的觉

悟社出版的《觉悟》。我组的同志几乎跑遍了北京

所有的图书馆和大学、研究机构的资料室，也有收

获。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五四期刊打下了基础。

我在清华和北大历史系学习时的老师陈庆华

当时在协助邓广铭先生编辑《光明日报》的《史

学》副刊，我和他谈起对这些期刊

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的设想，他很

支持。于是从1957年4月到10月，

我们以《五四时期重要期刊介绍》

为总题目，在这个副刊上分11期发

表了10余篇短文，其中“前言”、

“结束语”和关于《少年中国》、

《星期评论》、《觉悟》、《解放

与改造》等刊物的简短介绍是我写

的。还有几篇介绍是我组织其他同

志撰写并作了修改的。我在这些短

文中初步表述了对五四时期“新思

想”的丰富内涵的看法。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编

译局领导决定让研究室写一本论述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书，由

我和张伯昭执笔，丁守和统稿。我

承担的是论述十月革命在当时中国

的反响和由此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章，引用

了不少从那时报刊上收集的资料。这本书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虽然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毕竟是

较早地具体论述这一重要政治命题的著作，因此

反响较大。195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概括此书内容的《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一

文（约5000字）。《历史研究》也约我们根据此

书写成一篇3万字的同名文章，在1957年第10期发

表。这两篇文章的具体改写工作都是我做的，仍

以三人名义发表。苏联也在1959年出版了此书的

俄文译本。

上述工作使我们增强了信心，1958年起开始

考虑编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我拟订的方案

是大致出三卷，每卷分三部分：期刊内容的详细

介绍、期刊发刊词、期刊目录（大的期刊要编出

分类目录）。起初只想找中华书局出版，差一点

订了合同，后来人民出版社主动表示愿出此书，

我们也欣然同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

原定1958年第4季度付排，但“大跃进”一开始，

出版社提出要为1958年国庆献礼，付排期一下子

提前了几个月，我们还是日夜加班赶出来了。

此后的第2、3两卷的速度也不慢，在1959年出版

《人民日报》发表的《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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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1卷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彭明的评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

以书中肯定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对传播马

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为例，说明该书的观点比较

实事求是。这当然大大鼓舞了我们。实事求是地

说，这部书是以介绍为主，大部分文章的深度不

够，观点也相当片面，但材料是实在的，加上发

刊词和目录部分，不失为很实用的参考书，因此

人民出版社1979年再版此书。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编译局研究室中国

革命史组的一个重要成果，我认为值得对与它有

关的一些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首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写作的前

提和基础是认真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我们中

国革命史组的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工作，尤其是

洪清祥，他曾和崔士敏一同去上海，收购到大批

期刊，后来又多次单独出差，在长沙、广州等地

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期刊目录是金振声一个人

辛苦编成的。由于出版仓促，有不少印刷错误，

出书后他又花了许多时间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

改正了错误，准备再版时订正。这两位同志都没

有参加写作，但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其次，《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的写作在

很大程度上是集体成果。拿第1卷来说，研究室

主任丁守和写了《晨报副刊》介绍，组内人人动

手，写的较多的是我、张允侯及王云

开。我写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

放与改造》等刊物的介绍，还做了不

少修改定稿工作。第2、3卷的情况也

基本如此，只是作者增加了。

上述情况也反映在这本书的署名

上。全书署“编译局研究室编”，每

篇文章后不署作者姓名，只是在前言

中列举参加工作的同志。这也可以说

是那时“时代精神”的反映。不但如

此，“大跃进”中刮“共产风”，人

民出版社一度取消稿费，我们正好碰上，三大卷

书一分稿费也没有。有趣的是，1979年此书再版

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稿费制还未恢

复，又是旧书重印，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对

此，大家都无怨无悔。现在人们恐怕很难想象这

种情况了。

这里我还要着重说说一些前辈和兄弟单位

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在涉及五四时期三大副

刊（指《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

新报《学灯》，《京报副刊》因以文艺为主要内

容，我们未介绍）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允侯经人介绍认识了曾任北京《晨报》社

长的林仲易先生，他藏有全套的《晨报》，慷慨

地借给我们长期使用（后来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

馆）。上海图书馆八全套《时事新报》装了十几

箱寄给我们使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民国

日报》，为了我们阅读和抄写方便，专辟了一个

房间（我记得是一个亭子，可以上锁），供我们

用了好几个星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晨报

副刊》的作者是丁守和，《觉悟》和《学灯》的

作者是我）才能在另一些同志的帮助下较快地阅

读有关资料，写出介绍。

还有一位前辈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

他送给我们不少珍贵期刊，还把他珍藏的毛泽东

给他的6封信和送他的《新民学会通讯录》（他

是毛泽东的老师）送给我们（我们后来转交中国

革命博物馆收藏）。

最后我要说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

《五四时期期刊》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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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不足之处，前面提到的目录部分的印刷错

误，由于金振声的校改稿被我在“文化大革

命”中丢失，再版时也未能纠正。有些文章的

观点的局限性或错误姑且不论，有些史实错误

却是硬伤。例如我写的《觉悟》介绍把一位作

者郑洪年误当做郑孝胥的化名，再版时因忙于

手头工作也忘了纠正。至少我在这两件事上是

对读者负疚的。

大致从1957年起，编译局研究室由另一位

副局长姜椿芳主管。姜椿芳为我们工作打开局

面，曾从当时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黎澍

那里接过编辑《五四运动文选》和《李大钊文

选》的任务交给我们。为此我们曾从姜椿芳在

上海市委的老战友方行那里接受了李大钊侄子

李乐光收集的李大钊著作剪贴和手抄本（后来

交给人民出版社）。这两项工作都是为了迎接

五四运动40周年。我和张允侯协助丁守和确定

选材，交黎澍审定，标点和校对工作由张允侯

负责组织。我们从这一工作学到不少东西。后

来，两书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未署编译单

位。《李大钊文选》的出版说明中提到编译局

参加工作。《五四运动文选》初版时，是内

部发行，“文化大革命”后再版时改为公开发

行，由当时已任中国近代史所副所长的黎澍写

了序言，因此也标明由近代史所编辑。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

1959年，丁守和提议与我合作，在《五四时

期期刊介绍》所提供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一

本论述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著作。全

书分四章。丁守和写有关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

义传播及建党的章节，我写有关五四后涌现的各

种不同思潮以及著名的三次论战的章节（第3章

第1、3—5节，第4章第1—4节）。篇幅大致各占

一半。初稿写成后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

社哲学室审阅后由薛德震向我们提出修改意见。

但因为“反右倾”运动搁下了。丁守和在运动中

挨整，后又下放安徽，1961年回编译局后调到近

代史所协助黎澍编辑《历史研究》。这时我们才

重新和人民出版社联系，经过黎澍的推荐和稍作

修改，于1963年出版，书名定为《从五四启蒙运

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那时编译局的领导已有变动。1960年中宣部

派理论处处长许立群兼任编译局局长，理论处原

副处长王惠德任常务副局长。局领导决定撤销研

究室，把不适合做外文工作的同志调走，并成立

国际共运史资料室（后改为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也就是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的前身）。我

在这个室中负责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

主义斗争的研究，这需要首先搜集和阅读大量外

文资料，编译代表人物的著作选集和专题文集。

这对于我可以说是回到刚来编译局本应从事的

工作，也是一项崭新的任务，需要全身心投入，

也不得不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告别。因此，《从

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的出版

虽然也使我高兴，却不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1卷出版时那样兴奋。实际上这本书给我带来

的麻烦远多于喜悦。  

麻烦首先来自关于中共一大的叙述。大致

在1957年，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一部

分文件还给中共中央。中央档案馆把一些文件

译成中文，其中有中共一大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英文）和一大通过的党章（俄文）。中央档案

馆把这两个文件的译文送给编译局审阅，丁守和

曾让我对照中文和原文审看过并提出意见，因此

我们也知道了文件的内容。到那时为止，中共党

史界一直是按陈潭秋的回忆来叙述一大的，与这

两个文件所表述的情况相差较大。这时中国革命

博物馆曾经一度在常设展览中展示这个党章（据

说很快就被康生制止）。缪楚黄这时写的一本中

共简史也是按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叙述一大的，因

此丁守和写《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有关部分时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两个文件的内

容。该书出版后，他送了一本给中央档案馆裴桐

副馆长，裴桐看了曾对他说很好。不料后来康生

不知为什么事整裴桐，裴桐写检讨时把《从五四

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这一问题也带

上了。那时康生正在抓所谓借写小说《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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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党的案子，因此对这本书作了一个批示，大意

是：现在有人借小说反党，对此事应提高警惕。

这一批示给人民出版社造成很大压力，丁守和也

为此作了检讨。由于未进行公开批判，问题的直

接责任也不在我，我又不是党员，所以暂时未受

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某群众组织编印的

一本文化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刊登了这

一批示，同时也使我当时正受到的批判的分量大

大加重了。

另一麻烦来自对陈独秀的评价。在写作《从

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前，我们听

说毛泽东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陈独秀，

称赞他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培养了一批马

克思主义者，因此书中对陈独秀作了相当积极的

评价。当时也有其他学者这样做，但这后来被看

成是一种错误倾向。据说中宣部已组织写作了一

篇文章，准备对包括《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在内的七本（篇）著作公开点名批

判。这当然会涉及我，因此王惠德副局长已给我

们国际共运史资料室领导打了招呼。但很快“文

化大革命”爆发，中宣部自顾不暇，这篇文章也

未能发表。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大字报上

才知道这件事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我与丁守和

因《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挨批，吃了不少苦头，但

我们都熬了过来。“文化大革命”后人民出版社

决定把《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列为重点再版书。副社长范用为此找我们两人

谈，表示是否需要修改补充由我们自己决定。上

述两点这时当然已不必改动了。关于康生插手的

过程，我也是这时才听丁守和说的。这次修改主

要由丁守和根据这几年发表的新材料，增加了关

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周恩来

和恽代英的）。我写作的部分变动很少，主要是

因为如上所述我已心不在此。

研究室最后两年，中国革命史组曾拟定一个

编选一套大型五四运动资料集的计划，共分八个

选题，其中的《五四时期的社团》和《留法勤工

俭学运动》两辑已经动手，研究室撤销后有关同

志都已调走，只有张允侯留在新成立的室，并且

先做上述资料的收集工作。后来张允侯也调到近

代史所，把资料和任务都带走了。《五四时期的

社团》于1963年后编好交给人民出版社，已印出

清样，后因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问题的牵连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后

张允侯作了补充，我也帮了忙，在1979年出书，

共4册，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张允侯接着又着

手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除了补充原来从报

刊上摘抄的材料外，还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李俊

臣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这一工作涉及许多外文

特别是法文资料，因此他又拉我去帮忙。此书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和1986年分别出了两大

卷。还有两卷，由于赔钱又得不到资助，出版社

放弃了，实在可惜。迄今已过去了20余年，估计

我在有生之年已不可能见到这两卷书的出版，我

与五四运动研究的情缘也到此为止了。

（责任编辑 刘荣刚）《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书影


